
【摘要】 基于宏观层面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与CFPS 2020－2022

年数据匹配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县域聚类标准误

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网络媒介使用的深度和

广度对育龄青年群体生育动机的影响，并通过更改聚类标准误水平、使用双

向固定效应替代单项固定效应以及使用多层线性模型的方法进行稳健性

检验。研究发现，网络媒介使用的深度与广度显著抑制育龄青年群体的慰

藉生育动机，但促进这一群体的情感生育动机。不同媒介内容的效应存在

差异：短视频增强慰藉与情感动机，网络游戏与购物则削弱慰藉动机、保护

情感动机。异质性分析表明，低社会经济状况青年的情感动机更易受网络

媒介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的慰藉动机受抑制更为显著。本研究为信息化时

代中国低生育率问题的识别与持续研究提供经验支持，并形成了具有现实

价值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低生育时代 青年 网络媒介使用 生育动机

一、引言

当代中国正面临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

生育率已降至1.3的历史低位，远低于维持人口代际更替所需的临界值2.1，这一趋势性变化引

发了学界与政界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人力资源供给萎缩及社会保障系统承压的连锁性

忧虑［1］。为应对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自2013年起逐步调整生育政策，从“单独两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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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两孩”到2021年“三孩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出台，政策调整力度不断升级。然而，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率回升可能仅为短期脉冲效应［2］。2016年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后，人口出生率短暂攀升至13.57‰，但次年即回落至12.64‰，2024年跌至6.77‰。这

种制度性干预与个体行为选择间的冲突表明，单纯依靠制度性调控难以扭转生育率持续走低

的趋势，亟需从微观层面探究个体生育决策的形成机制。

既有文献对个体生育决策的解释大多沿袭理性选择范式，聚焦于经济成本核算、社会保障

机制、性别观念等视角，形成了“育儿成本约束论”“机会成本抑制论”等经典解释框架。然而，

这些理论多强调经济维度的物质性因素，对信息环境如何重构个体价值判断缺乏必要关注。

生育决策既受限于宏观因素与经济成本的理性核算，也与个体的观念息息相关。数字化生存

方式已深度嵌入育龄群体，尤其是其中的青年群体的生活之中。《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中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8.7小时，20－39岁青

年群体占网民总数的13.1%［3］，其价值观念形成与决策逻辑演化不可避免地受到网络媒介的形

塑。网络空间内衍生的育儿焦虑叙事、职业发展困境及家庭结构变迁话语会通过算法驱动的

信息传播机制，进一步作用于个体的生育认知与观念［4］。

与已有文献关于生育的研究多探究生育动机的类别、变迁以及多元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对

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形塑不同，本研究致力于构建数字媒介影响生育动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

着重回答三个核心命题：首先，网络媒介使用的深度与广度对育龄青年群体生育动机的作用究

竟如何？其次，不同媒介内容对育龄青年群体生育动机的作用路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最后，

这一影响在不同特征的育龄青年群体中是否具有异质性？本文结合中国省域面板数据与

2020－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形成的数据集，从网络媒介

使用的视角出发构建分析指标，探究其对育龄青年群体生育动机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生育动机是驱动个体生育决策的内在动力，属于生育观念的一部分。既有研究沿袭了两

条基本路径。其一，立足于孩子的价值（value of children），生育动机通常被界定为孩子为其父

母所提供的心理满足，包括情感价值、经济价值、自我和家族线拓展等维度［5］。其二，米勒

（Miller）等人构建的生育序列模型（Traits－Desires－Intentions－Behavior，TDIB）将生育动机作

为人格特质进行阐释，构建了生育动机通过生育意愿、生育意图影响生育行为的作用路径，

并认为生理机能和早期社会化经验在生育动机的形塑中起决定性作用［6－7］。由于中西方社

会的经济文化背景存在显著差异，学者对生育动机的划分也产生了实然的理论分野。在中

国，生育动机呈现出家本位特征，表现为以家庭、责任和养老保障为主［8］。相较而言，在西

方社会，生育动机呈现的则是基于个体化语境建构的经济舒适度、情感满足与社会地位获

得的三维模型，情感需求在生育动机中的作用不断提高［9］。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宏观背景

下，婚育时序后移与个体化趋势重塑了生育动机的生成机制［10］。这一时期的生育动机逐渐

从功利型动机转向情感动机，从家庭主义转变为个体主义，家庭主义动机不断弱化，个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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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动机则保持在较高水平［11－12］。

生育动机和生育观念的建构根植于个体价值系统，其变迁受多维度与多层次因素的影

响。从宏观层面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制度和政策体系等结构性因素交织，共同作用于个

体的生育动机。工业化进程使劳动力数量的重要性被劳动技能和信息技术等所取代，推动人

们的生育观从数量偏好向质量优先的范式转换［13］。城市化进程则通过重构家庭功能影响人

们的生育观，家庭生产职能向劳动力再生产职能转化，削弱了传统家庭作为经济共同体统筹

收支的能力，强调自我独立性、自由选择及个人权利的个体主义逐步消解了家庭主义和集体

主义的规范约束［14］，生育的宗族价值衰减，生育动机向自我实现与情感需求转型。不同于西

方国家，中国人生育观念的变迁存在显著的政策驱动特征。政府通过生育政策，经由教育普

及与伦理重构等中介机制，重塑个体的生育认知框架与价值排序体系，引发生育意识形态的

结构性调适。这种调试过程呈现出独特的时序特征，即生育实践的先行转型与观念体系的渐

进转变［15］。

就微观层面而言，家庭和个体特征影响生育动机。在家庭层面，日常生活中的父母示范效

应及子女的主动学习，促使子女内化父母的价值观，形成生育观念的代际传递［16］；家庭收入水

平的提升可有效缓解育龄群体因是否生育而产生的犹豫和矛盾［17］；家庭住房资产以及投资性

房产的增加提高了生育多孩的概率［18］。在个体层面，人口学特征与主观感知构成生育动机的

差异化来源。不同出生世代和不同性别的个体在生育动机上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早期出生

世代更倾向于家庭导向或家庭、情感双导向动机；女性的生育动机表现出更强的个体主义［19］；

收入较低、生活满意度较低、贫富差距感知水平较高的个体，其生育动机则更加集中地表现为

通过生育来增强个体在家庭中的责任心［20］。

在生育动机的建构过程中，与传统的“家庭—社会框架”实施的单向、强制规训不同，互联

网为育龄青年群体提供了接触多元文化的机会，提高了这一群体的观念选择自主权，实现了社

会化模式从垂直结构到多主体网状互动结构的嬗变。梳理已有文献，本研究归纳了网络媒介

形塑个体生育动机的两条主要路径，即信息传播路径以及娱乐、消费和社交路径。

路径一是信息传播。信息传播是网络构建受众的认知和形塑态度的重要方式。大众媒介

中的生育话语具有风险叙事与正面话语的二元对立特征。风险叙事放大了育龄妇女对生育风

险的认知，引起生育恐慌；正面话语虽然具备风险缓冲功能，但是在风险信息长期浸染形成的

认知固化效应及算法推荐机制导致的信息茧房的约束下，这一作用的效度非常有限［21］。比如，

在当下中国流行的网络媒介应用小红书上，关于生育话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生育价值重构、育

儿时间与经济成本核算、母职导致健康与尊严损失、养育的责任划分以及女性权益等方面。对

这些话题的讨论带来了生育成本的显性化以及个体权益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传统生育伦理向

个体自由主义范式转型［22］。相反，当个体接触儿童可爱时刻等内容时，会激活受生物本能驱动

的生育意愿［23］，育儿情绪价值的话语也能有效强化生育动机中的情感维度。此外，数字平台的

经济信息赋能机制，也可能通过提供就业信息、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进一步削弱受众生育动

机中的经济工具理性［24］，从而激发其生育意愿。

路径二是网络媒介提供的娱乐、消费与社交功能。从娱乐维度而言，网络游戏通过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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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情感补偿形成了显著的替代性满足机制。在生理上，即时性娱乐反馈系统通过多巴胺奖

励机制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25］；在主观感知上，青年群体可以从游戏中感知到乐趣、找到精

神寄托并增强信心［26］。网络游戏能够形成替代性情感联结，导致游戏玩家产生现实婚恋价

值认知偏差，例如二次元游戏通过超现实美学构建理想化异性形象［27］，恋爱类游戏借助沉浸

式叙事技术强化虚拟亲密关系［28］。具有社交嵌入特征的网络游戏通过游戏玩家之间的互动

构建亚文化圈层并影响用户之间的社交行为［29］，进而影响个体态度和观念。就消费维度而

言，线上消费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通过精准捕获需求与即时满足循环，增加用户的购物乐趣，

对孩子的情感价值具有挤出效应，并通过加剧经济预算紧张降低用户生养孩子的能力和生育

需求［30］。在社交维度上，网络环境为公众提供了便捷的社交功能。对大部分育龄女性来说，

社会参照系统对其生育意愿产生形塑作用。当传统的电视、书报等大众传播与现实熟人网络

的生育话语存在矛盾时，亲友和熟人等强关系网络传递的信息通常被优先采纳，网络社交媒

体延展了微观人际传播的途径，因而使其具有更强的生育态度建构效力［31］。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网络媒介使用深度和广度会显著影响育龄青年的生育动机。

假设2：不同网络媒介内容对育龄青年生育动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微观数据来源于2020－2022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宏观数据来源

于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CFPS数据库跟踪收集了个体、家庭和社区等层面的信息，内容

涵盖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价值观等。其中，问卷对生育动机的询问规则为：若2020年已询

问该个体，则2022年时不再询问。因此，本研究将2020年数据与2022年数据合并。世界卫生

组织对青年年龄的界定为18－44岁，而CFPS调查仅询问21岁以上个体的生育动机，因此本研

究的研究对象为2020年时21－40岁的个体与2022年时23－42岁的个体，即“80后”与“90

后”。数据清洗后，最终共保留样本6080份。

（二）变量设置

1. 主要解释变量

网络媒介使用深度。问卷中的相关问题为“一般情况下，您每天有多长时间使用移动设备

上网？”与“一般情况下，您每天有多长时间使用电脑设备上网？”两个问题。对二者取值加总后

取对数处理，得到网络媒介使用深度。

网络媒介使用广度。问卷中询问了“过去一周，您是否玩网络游戏/网上购物/看短视频/网

络学习”以及是否每天进行该项活动。将第一个问题回答为“否”的定义为“从不”进行该项活

动，取值为0；将第一个问题回答为“是”，但第二个问题为“否”的定义为“有时”进行该项活动，

取值为1；将两个问题均回答“是”的定义为“每天”进行该项活动，取值为2。同时，问卷中询问

了关于微信和朋友圈的问题，分别为“过去一年，您是否使用过微信？”以及“过去一年，您在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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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圈分享自己工作或生活的频率有多高？”。对微信使用问题回答“否”的取值为0，回答“是”的

则取值为1。朋友圈问题共有7个选项，分别为从不、几个月一次、一月一次、一月2－3次、一周

1－2次、一周3－4次、几乎每天。将该变量按照连续变量处理，按频率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1－

7。对于以上6类网络媒介，只要使用过即记为1，加总得到网络媒介使用广度，数值的提高意味

着使用媒介数量增加，即广度的提高。网络媒介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网络媒介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网络媒介使用深度

网络媒介使用广度

网络游戏

从不

有时

每天

网上购物

从不

有时

每天

短视频

从不

有时

每天

网络学习

从不

有时

每天

微信（否=0）

朋友圈分享频率

变量类型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类别变量

类别变量

类别变量

类别变量

虚拟变量

连续变量

均值（比例）

5.27

3.99

75.95

15.38

8.67

24.13

69.26

6.61

15.20

24.05

60.76

68.75

18.47

12.78

0.99

3.18

2. 被解释变量

生育动机。问卷列举了9项生育动机（见表2），选项为十分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也不反

对、同意、十分同意，分别赋值为1－5。参考已有文献，将这9项生育动机划分为慰藉动机、情感

动机、尊严与责任动机三类［32］，将子项得分加总后得到三类动机的分值，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

示。其中慰藉动机主要指期望子女能够带来经济或照料支持；情感动机指的是子女所带来的

快乐、喜悦等正面情绪；尊严与责任动机指的是个体认为子女能够为家庭和家族带来尊严，并

认同生育子女是家庭成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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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育动机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慰藉动机

情感动机

尊严与责任动机

问题

生养子女是为了在自己年老时能够有人帮助

从经济上帮助家庭

看孩子长大的喜悦

子女在身边的快乐

感受有宝宝的喜悦

延续家族香火

使家庭更重要

增强责任心

增加亲属联系

均值

6.07

12.16

14.65

标准差

1.79

1.66

2.55

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人口学因素中的性别、年龄、户口、受教育水平、婚姻状态、在业状况、家庭社会

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家庭规模，以及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信息化普及率等变

量。其中，将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的表征，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人民生活水平［33］，移动互联

网用户占比衡量信息化普及率［34］。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及取值

年龄

性别（女=0）

户口

农业户口

非农户口

居民户口

受教育水平

婚姻状态（未婚=0）

在业状况（失业=0）

家庭社会经济状况

健康状况

家庭规模

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

信息化普及率

变量类型

连续变量

虚拟变量

类别变量

连续变量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连续变量

均值（比例）

31.07

51.45

69.47

17.48

13.04

2.04

73.72

97.55

2.79

3.43

4.17

69892.64

32783.55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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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策略

本研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作为基础的核心计量模型，同时通过引入年份的虚拟变

量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并将聚类标准误控制在县域，以处理可能存在的组内相关性。具体模型

表达式如下：

=β0+ β1xi1 + β2xi2 + +
在异质性检验部分，考虑到分组后两组样本的分布和方差存在差异，本文参考李金昌等的

做法［35］，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Fisher's Permutation Test）并实施1000次Bootstrap重采样检验组

间系数差异。

四、分析结果

（一）网络媒介使用对生育动机的影响

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网络媒介使用与生育动机之间的关系（见表4），结果表明网

络媒介使用对青年生育动机具有显著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慰藉动机方面，网络媒介使用的

深度和广度均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慰藉动机产生负向影响。控制变量方面，年龄、受教育

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均负向作用于慰藉动机；女性相较于男性、非农户口和居民户口相较于农

业户口、有配偶相较于无配偶个体的慰藉动机更低；健康状况、家庭规模则正向影响慰藉动

机。情感动机方面，网络媒介使用的深度和广度均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情感动

机。控制变量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情感动机越低；相反，健康状况越好，情感动机越高；与未

婚群体相比，已婚青年情感动机更高。尊严与责任动机方面，网络媒介使用的深度和广度均没

有显著影响。男性、已婚群体的尊严与责任动机高于女性和未婚者；受教育程度负向影响尊严

与责任动机，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和家庭规模正向影响尊严与责任动机。

表4 网络媒介使用深度与广度对生育动机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网络媒介
使用深度
网络媒介
使用广度

年龄

性别

户口

非农户口

居民户口

受教育程度

生育动机

慰藉

－0.066***
（0.023）

－0.011*
（0.006）
0.452***

（0.044）

－0.183***
（0.070）
－0.154**
（0.075）
－0.419***
（0.029）

情感

0.087***
（0.027）

－0.006
（0.006）
0.041

（0.044）

0.074
（0.068）
0.074

（0.071）
－0.052*
（0.028）

尊严与责任

0.012
（0.034）

－0.011
（0.009）
0.861***

（0.069）

－0.158
（0.097）
－0.147
（0.108）
－0.460***
（0.039）

慰藉

－0.075***
（0.022）
－0.011*
（0.006）
0.466***

（0.044）

－0.183***
（0.069）
－0.171**
（0.074）
－0.426***
（0.029）

情感

0.098***
（0.021）
－0.004
（0.005）
0.031

（0.045）

0.078
（0.067）
0.079

（0.069）
－0.045*
（0.027）

尊严与责任

0.019
（0.031)
－0.010
（0.008)
0.871***

（0.068)

－0.148
（0.095)
－0.150
（0.108)
－0.460***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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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被解释变量

婚姻状况

在业状况

家庭社会
经济状况

健康状况

家庭规模

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

信息化普及率

常数项

固定效应

聚类标准误

样本量

注：* p < 0.1；**p < 0.01；*** p < 0.001，下同。

生育动机

慰藉

－0.101*
（0.059）
－0.013
（0.143）
0.240***

（0.026）
0.103***

（0.024）
0.060***

（0.012）
0.000
（0.000）

－0.000**
（0.000）
0.937**

（0.388）
76.657

（84.046）

时间固定效应

县域

5877

情感

0.290***
（0.062）
0.183

（0.161）
0.033

（0.026）
0.065***

（0.024）
0.008

（0.011）
－0.000
（0.000）
－0.000
（0.000）
0.258

（0.380）
－248.384***
（83.552）

5877

尊严与责任

0.214**
（0.089）
0.192

（0.218）
0.314***

（0.040）
0.170***

（0.034）
0.063***

（0.018）
－0.000
（0.000）
－0.000
（0.000）
0.269

（0.539）
77.057

（121.062）

5877

慰藉

－0.105*
（0.058）
0.014

（0.143）
0.235***

（0.025）
0.100***

（0.024）
0.058***

（0.012）
0.000

（0.000）
－0.000**
（0.000）
0.966**

（0.389）
62.563

（83.589）

时间固定效应

县域

6080

情感

0.274***
（0.062）
0.167

（0.159）
0.034

（0.026）
0.072***

（0.023）
0.005

（0.011）
－0.000
（0.000）
0.000

（0.000）
0.236

（0.383）
－260.881***
（83.031）

6080

尊严与责任

0.201**
（0.088)
0.241

（0.214)
0.319***

（0.039)
0.170***

（0.032)
0.058***

（0.018)
－0.000
（0.000）
－0.000
（0.000）
0.231

（0.546)
42.840

（122.408)

6080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网络媒介内容对生育动机的影响，本文将网络媒介分为微信、朋友圈

分享、网络游戏、网上购物、短视频和网络学习6类应用或用途，分别探究其与生育动机间的关

系。其中，由于主要解释变量性质的不同，将模型分为两组。第一组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为虚

拟变量微信使用情况与连续变量朋友圈分享频率（见表5）。第二组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均为

类别变量，取值为“从不”“有时”“每天”三类（见表6）。

结果表明，在慰藉动机方面，网络游戏、网上购物和网络学习在不同程度上降低慰藉动机，

而短视频则提高慰藉动机。与从不观看短视频的青年相比，每天观看短视频的行为将使慰藉

动机提高0.158个单位。微信使用和朋友圈分享频率对慰藉动机没有显著影响。在情感动机方

面，网络游戏、网上购物、短视频和网络学习均对情感动机起到正向作用。随着朋友圈分享频

率的提高，个体生育的情感动机也随之提高。然而，使用微信对其影响不显著。在尊严与责任

动机方面，仅观看短视频对该动机存在显著影响。与从不观看短视频的青年相比，每天观看短

视频的行为将使尊严与责任动机提高0.392个单位。假设2得到验证。

表5 微信和朋友圈使用对生育动机的影响

微信

慰藉动机

－0.272
（0.347）

情感动机

0.412
（0.349）

尊严与责任动机

0.153
（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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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朋友圈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聚类标准误

样本量

慰藉动机

0.009
（0.013）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县级

6080

情感动机

0.026**
（0.012）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县级

6080

尊严与责任动机

0.005
（0.021)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县级

6080

表6 网络游戏、网上购物、短视频使用和网络学习对生育动机的影响

网络游戏

有时

每天

网上购物

有时

每天

短视频

有时

每天

网络学习

有时

每天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聚类标准误

样本量

慰藉动机

－0.048
（0.071）

－0.155*
（0.079）

－0.211***
（0.055）

－0.256***
（0.098）

0.026
（0.074）

0.158**
（0.066）

－0.117*
（0.063）

－0.160**
（0.074）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县级

6080

情感动机

0.173***
（0.060）

0.288***
（0.079）

0.145***
（0.051）

0.237**
（0.109）

0.125*
（0.068）

0.256***
（0.063）

0.089*
（0.052）

0.021
（0.072）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县级

6080

尊严与责任动机

0.081
（0.088)

0.064
（0.119)

－0.081
（0.073)

－0.022
（0.162)

0.158
（0.102)

0.392***
（0.102)

－0.088
（0.087)

－0.082
（0.115)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县级

6080

（二）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通过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7）。首先，将聚类标准误从县级更改为省级；

其次，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模型中同时控制了时间和省级固定效应；最后，将最小二乘法

更换为多层线性模型，个体和村居分别为模型中的第一、二层次。结果表明，网络媒介使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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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广度对生育的慰藉动机均产生负向影响，对情感动机产生正向影响，与主回归结果一致，

说明前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良好。

表7 稳健性检验

主要解释变量

网络媒介

使用深度

网络媒介

使用广度

生育动机

慰藉

情感

尊严与责任

慰藉

情感

尊严与责任

处理方法

省级聚类标准误

－0.070***
（0.022）

0.085**
（0.032）

0.010
（0.022）

－0.071**
（0.029）

0.099***
（0.025）

0.023
（0.031)

双向固定效应

－0.060***
（0.023）

0.088***
（0.027）

0.088***
（0.027）

－0.068***
（0.022）

0.100***
（0.021）

0.020
（0.031)

多层线性模型（村居层次）

－0.069***
（0.021)

0.093***
（0.020)

－0.003
（0.030)

－0.079***
（0.018）

0.080***
（0.018）

0.007
（0.026)

（三）异质性分析

网络媒介使用深度、广度对生育动机的影响因个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婚姻状态不同而不

同。根据知识沟理论，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群体对大众传媒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不同［36］。

因此，在不同社会经济状况的群体中，网络媒介使用对于个人生育动机的影响可能也存在差

异。个体观念更易受亲友信息的影响［37］，因此网络媒介使用对不同婚姻状态个体生育动机

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文考察了网络媒介使用深度和广度影响育龄青年生育动机的群体

异质性（见表8）。其中，对社会经济状况变量进行了二分类处理，将“下”与“中下”合并为“低

社会经济状况”类别，将“中”“中上”与“上”合并为“高社会经济状况”类别。结果显示，网络媒

介使用深度和广度对慰藉动机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社会经济状况群体中的差异不显著，对情感

动机的正向影响在低社会经济状况群体中更强烈。在婚姻状态方面，网络媒介使用深度对慰

藉动机的负向影响仅存在于已婚青年群体中，使用广度对情感动机的正向作用在未婚青年群

体中更为强烈。

表8 异质性分析

主要
解释变量

网络媒介

使用深度

生育动机

慰藉

情感

尊严
与责任

社会经济状况

低

－0.065*
（0.038）

0.146***
（0.047）

0.020
（0.060）

高

－0.075***
（0.029）

0.056*
（0.029）

0.006
（0.042）

费舍尔检验

0.010

0.090*

0.014

婚姻状态

未婚

－0.008
（0.046）

0.122**
（0.055）

0.027
（0.072）

已婚

－0.086***
（0.027）

0.070**
（0.028）

0.002
（0.040）

费舍尔检验

0.078*

0.052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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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
解释变量

网络媒介

使用广度

生育动机

慰藉

情感

尊严
与责任

社会经济状况

低

－0.093**
（0.043）

0.150***
（0.040）

0.053
（0.060）

高

－0.055**
（0.025）

0.081***
（0.023）

0.018
（0.034）

费舍尔检验

－0.038

0.070*

0.035

婚姻状态

未婚

－0.096**
（0.039）

0.154***
（0.040）

0.043
（0.062）

已婚

－0.068**
（0.026）

0.072***
（0.024）

0.004
（0.035）

费舍尔检验

－0.028

0.082**

0.039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宏观层面《中国统计年鉴》与微观层面的2020－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匹

配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从慰藉、情感和尊严与责任等三个维度出发，探究了网络媒介使用深

度和广度对育龄青年群体生育动机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了不同网络媒介内容对育龄青年

群体生育动机的差异化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网络媒介使用的深度与广度对育龄青年群体的慰藉动机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对情感

动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对尊严与责任动机影响不显著。其中，媒介使用对慰藉动机的负向效

应机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平台中部分信息对养育成本的夸大计算和可视化会降

低个体对孩子经济收益的心理预期；二是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机会和网络提供的丰富信

息提升了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降低了个体生育动机中的经济性和寻求老年时依靠的功利性；

三是由于使用互联网具有经济门槛和技能门槛，能够深度使用互联网的青年群体可能更具经

济优势，对生育的经济补偿诉求较低，媒介使用会进一步降低其慰藉动机。网络媒介使用对情

感动机的正向影响更有可能与信息传播路径中正向话语的作用有关，即用户通过可爱孩子的

视频和图片唤醒对孩子的本能渴望。已育有子女的家长在创建账户分享孩子日常生活的过程

中也能感知到孩子为其带来的情感价值，进而提升其生育二孩、三孩的情感动机［38］。

其次，不同网络媒介内容对生育动机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对于慰藉动机，网上购物、网

络游戏和网络学习行为均产生负向影响，而观看短视频则产生正向影响；对于情感动机，使用

朋友圈分享、网络游戏、网上购物和观看短视频等行为共同构成情感动机的增益网络；观看短

视频对责任与尊严动机产生正向影响。从慰藉动机的影响机制来看，网上购物与网络游戏降

低慰藉动机的机制可能在于其对金钱观、消费观的影响［39］，例如高频率的电子消费会降低个体

的货币支付敏感度，并形成消费主义认知框架，间接降低其对育儿成本的接受度。同时，高频

率的网上购物行为表明使用者很可能有更宽裕的时间和消费能力，因此生育决策中的慰藉诉

求占比更低。相较之下，网络学习主要通过知识赋能带来个体人力资本的提高，客观上降低生

育行为的经济目的。从情感动机的影响机制来看，既有研究提出的数字消费与游戏的情感替

代效应与本研究发现的情感动机增益效应相悖。这或许是由于网络购物与游戏所提供的正面

情绪处于相对较浅的层次，无法弥补甚至可能更加突出个体人际关系的深层空虚，且有可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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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其现实社交疏离，反而激活个体对亲子情感联结的补偿性需求，这也为解释情感动机的复杂

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在多种网络媒介内容中，观看短视频对多维生育动机均具有正面作用。

短视频平台内容题材的广泛性有助于孕育多元化的生育叙事，为个体提供超越传统话语的表

达空间。其平民化、去中心的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媒体中“家长式”生育观念的

权威性与强制性。同时，短视频所具有的碎片化传播特征，使生育价值更易于渗透进日常生活

情境之中，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生育观念与行为意向。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短视频可

能提升个体生育动机的内在机制。

最后，异质性分析发现，与社会经济状况更高的个体相比，网络媒介使用深度与广度对低

社会经济状况个体的情感动机产生更加显著的正向效应。这种群体差异可能与情感资本的差

异化分布有关，社会经济状况高的个体比社会经济状况低的个体拥有的情感资本更丰厚［40］，对

孩子的情感需求更低，因而其生育的情感动机受网络媒介使用的正向影响更低。网络媒介使

用深度对慰藉动机的负向影响主要出现在已婚青年群体中，而在未婚青年中并不显著。相比

之下，网络媒介使用广度对情感动机的正向作用在未婚青年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这一差异可

能源于多样化的媒介接触增强了未婚青年对未来亲子关系的情感想象与期待，从而在情感层

面激发其生育意愿。

总体而言，本文从多个维度剖析了育龄青年群体的网络媒介使用与其生育动机之间的复

杂关系，为研究当下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提供了经验支持与政策启示。在现代化治理语境下，

政府应当着力构建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框架，借助数字媒介的浸润效应引导公众，尤其是育

龄青年群体，使其逐步形成生育友好共识。面对信息传播生态中青年认知的动态调适特性，政

府也需要精准把握生育议题背后复杂的情感驱动机制，尝试构建多维公共话语场域，摒弃单向

度的价值宣导，运用共情传播策略激发青年的情感共振，形成政策目标与公众认同之间的良性

互动，从而推动实现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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